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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材料，大致可分为两大筮数体系，即《归藏》筮占和《周易》筮占。而从数字卦材料呈现出的演化发展情况来看，传统的八卦“两两相重”的重卦模式应予重新检视，学界以六爻位数字卦为理据质疑“文王重卦说”的观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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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部分地解决了八卦卦画形式的起源与演化发展问题。但是，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传统“重卦说”的重新检视，并对“文王重卦说”提出了质疑。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就数字卦与重卦问题谈谈一己之见，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数字卦材料中的筮数
目前，可以确定为数字卦材料的卦例，出现的数字共计7个，即一、四、五、六、七、八、九，其中数字“四”仅见于清华简《筮法》。
关于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材料，张政烺先生首次揭破其中的数字就是筮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结论，赢得了学界的广泛称誉。至于周初的数字卦材料未见数字二、三、四，张政烺先生认为，古汉字一、二、三、四都是积画而成，自下而上书写，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古人把二、四并入六，把三并入一。
李零先生认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商代西周似乎是以十数为占者为主体，战国时期，这种“十位数字卦”仍在使用（见于楚占卜简），但与同时的“三易”似有所区别。
“十位数字卦”说是第一种代表性观点。
李学勤先生在讨论西周数字卦材料时提出：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可暂称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可暂称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
这是第二种代表性观点。
廖名春先生根据清华简《筮法》的有关内容，推定清华简中的筮数“一”，实际上代表筮数“七”。
学者马楠也持此观点。
有鉴于此，学者贾连翔认为，数字卦的用数体系或许可以根据用“七”还是用“一”加以划分，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数字卦，已经明确记载用数为“四、五、六、一、八、九”，可暂称为“一系数字卦”；以此推测另外一个体系的用数为“四、五、六、七、八、九”，可称为“七系数字卦”，它们应分别属于不同的筮占系统。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第二种观点的尝试性发挥。
在《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一文中，贾连翔博士还认为，出土数字卦例中连续出现两个“七”的时候，往往采用合文的写法，如写作“[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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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同一卦例中既用“七”又用“一”是合文书写不规范造成的，而在同一器物中既有用“七”又有用“一”的卦例，则是不同筮占方法的反映。这一推断卓有见地。但是，这种尝试仍然解释不了“七”和“一”同时并存的筮例，如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列举的第30个数字卦例为[image: image4.png]


，似不宜视作书写不规范或缘于不同筮占。李尚信教授认为，李学勤先生在谈到两种揲蓍法的同一文中，举出了“七”和“一”同时并存的例子，说明至少在这些筮例中，“一”与“七”之间没有相互替代的关系，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综上可见，关于数字卦材料中的数字就是筮数，学界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而筮例中的数字究竟属于哪一类筮占系统或筮数体系，目前尚未形成基本共识。
二、两种不同的筮数体系
筮数的由来，当在揲蓍法中探求。数字卦中的筮数，实际上就是揲蓍成卦过程中筮得的四营数。
在《周易》筮法中，四营数七、八、九、六是由“大衍之数五十”经过揲蓍成卦“三变”而来，而且四营数的发生概率各不相同。学者吴前衡在其遗著《〈传〉前易学》中认为，揲蓍成卦过程的第“一变”阶段，揲蓍余策总数只能出现两种结果：其一为44，其二为40，前者的发生概率为75%，后者为25%。至“二变”“三变”阶段，揲蓍余策总数也有两种结果，但两者的发生概率均为50%。因而，四营数七、八、九、六的发生概率分别为：31.25%、43.75%、18.75%、6.25%。参见表（一）。

吴前衡先生对《周易》筮数的非等概性研究，于寻常处见精微，揭破了四营数发生概率的真相，为研究筮数体系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
表（一）
	大衍之数
	50

	其用
	49

	挂一
	48

	一变
	44（0.75）
	40（0.25）

	二变
	0.5
	0.5
	0.5
	0.5

	三变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蓍数
	9
	8
	8
	7
	8
	7
	7
	6

	总概率%
	18.75
	18.75
	18.75
	18.75
	6.25
	6.25
	6.25
	6.25


鉴于《周易》筮法的四营数，是由“大衍之数五十”推演而来，由此推想，古典文献中所谓的《归藏》筮法，也可以推而论之。元代的学者吴莱认为：
《连山》、《归藏》占以不变，故其数但用七八而尚少。《连山》七而首艮，《归藏》八而初坤，亦不过伏羲之旧，及推其取用之策，《连山》三十有六，《归藏》四十有六，《易》则四十有九，又若不相为用者。

古人所谓“老少”之说，即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是《周易》筮法中的特定术语。若指称《连山》或《归藏》筮法“但用七八而尚少”，则混淆了不同筮占系统中筮数的不同性质。在此，不妨参照表（一），以四十六为“衍数”，作《归藏》筮法揲蓍成卦概率变化表（二）：
表（二）
	衍数
	46

	其用
	45

	挂一
	44

	一变
	40（0.75）
	36（0.25）

	二变
	0.5
	0.5
	0.5
	0.5

	三变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蓍数
	8
	7
	7
	6
	7
	6
	6
	5

	总概率%
	18.75
	18.75
	18.75
	18.75
	6.25
	6.25
	6.25
	6.25


由表（二）可知，若《归藏》筮法的“取用之策”确为四十有六，则其揲蓍成卦而筮得的四营数必为五、六、七、八，其发生概率分别为：6.25%、31.25%、43.75%、18.75%。在《归藏》筮占系统中，“但用七八而尚少” 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可见，《周易》筮法的筮数体系为六、七、八、九，《归藏》筮法的筮数体系为五、六、七、八，有没有“九”或“五”，是两者形式上的根本区别。结合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材料，若将“一”替换为“七”，则筮数五、六、七（一）、八、九，显然与《归藏》《周易》两大筮数体系高度吻合。换言之，目前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中，筮数五、六、七（一）、八或六、七（一）、八、九，分别属于《归藏》和《周易》筮占系统，它们在不同筮占系统中的发生概率，各不相同。在同一个数字卦例中，除清华简《筮法》外，尚未发现筮数五、九同时并见的现象，似乎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根据张政烺先生统计，《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所列举的数字卦材料中：数字六出现的次数最多，计64次；其次是数字一，计36次；再次是数字七，计33次；再次是数字八，计24次；数字五出现的次数最少，为11次。若把“一”出现的次数并入“七”，那么32条材料中的168个数字，五、六、七（一）、八出现的次数占比则分别为： 6.54%、38.09%、41.07%、14.29%。这一概率与表（二）理论性推导的发生概率，也可以说高度吻合。
当然，仿照表（二），若以三十六为 “衍数”，可以筮得四营数三、四、五、六，但是，数字“三”显然出离了目前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共有7个数字的范围。学者吴莱感叹“又若不相为用者”，或与此相关。由此看来，《连山》筮法及其“衍数”，或有不同于《归藏》《周易》的地方。若以北大汉简《荆决》筮法的算筹数30为“衍数”，以“揲之以三”为准则，变通性仿照表（二）的揲蓍成卦之法，可以筮得四营数四、五、六、七，其占比分别为：1/27、6/27、12/27、8/27，最小的筮数四的发生概率极低，仅约为3.70%。《连山》筮法或与此相近。目前，在出土数字卦材料中，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一筮数体系存在的确切证据，但部分由筮数“五、六、七（一）”或六、七（一）等组合而成的数字卦，也并不完全排除是由《连山》推演而来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可能存在的筮数体系中“四”的出现，让人联想到清华简《筮法》的筮数体系四、五、六、一、八、九，或许正是在“三易”筮法基础上发展而来，也未可知。
值得补充的是，《周易》筮法的四营数为六、七、八、九，若乾卦由数字卦“九九九九九九”演化而来，可知乾卦“总数值”最大为五十四（六乘九）；坤卦由数字卦“六六六六六六”演化而来，可知坤卦“总数值”最小为三十六（六乘六）。同理推知，在《归藏》中，由于四营数为五、六、七（一）、八，因而坤卦可由数字卦“八八八八八八” 演化而来，坤卦“总数值”最大为四十八（六乘八）。由此可见，《周易》以乾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是因为它们在各自所在的筮占系统中，各卦“总数值”皆为最大的缘故。古人所谓“《归藏》八而初坤”，看来其说有自。而“《连山》七而首艮”，或与“四、五、六、七”筮数体系中“七”数最大不无关联，至于是否是“首艮”，现在不得而知。
另据《礼记·礼运》记述一段孔子的话：“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春秋时期宋国人是殷商后裔，宋人继承的《坤乾》是商代的“阴阳之书”。孔子所得的《坤乾》，其称名正与“《归藏》八而初坤”完全相符，可知《坤乾》就是《归藏》。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卦画由“一、六”构成，必由筮数体系“五、六、七（一）、八”演化而来，可为佐证。
三、六十四卦生成模式
数字卦材料所呈现出的筮数体系及其演化发展表明，传统的重卦说应该予以重新检视。
文王重卦是传统易学的主流观点。正如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言：“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但是，历代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如隋唐间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论重卦之人”说：
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今伏牺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牺已重卦矣。
南宋朱熹《周易本义》所谓“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看来也是受王辅嗣、孔颖达等人的影响。目前，根据出土的数字卦材料看，由四营数组合而成的数字卦，大抵属于商周时期，而伏羲、神农重卦说并无实据。
值得重点探讨的是，传统“重卦说”有一个认识误区，即《周易》六十四卦是由三画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来。据此逻辑思路推导，则六十四卦的生成呈现为“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三个步骤，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就是“2—23—26”的增幂形式。或许基于这一认知模式，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的六爻位数字卦已经是重卦形式，并据此否定“文王重卦说”。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韩仲民先生提出“六十四卦先于八卦”说。
周山先生也认为：从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的角度看，应该先有八卦再有六十四卦，但是从数字卦的演化史分析，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先有六十四卦，然后从中分解出三爻一组的八卦。
这些观点，还有待商榷。
关于“文王重卦”说，据《史记正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词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可见，太史公对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也是抱持一种揣测态度，或对六十四卦的生成模式也并不十分确定。
实际上，从数字卦的演化情况分析，确乎存在着一种“重数字卦为六十四卦（八卦）”的演绎模式，即由四营数的数字卦演化（重）为阴阳爻卦画形式。也就是说，理解“重卦说”的关键在于，“重卦”究竟是运用“加法”法则，还是运用“减法”法则。显然，“益易之八卦”或“2—23—26”增幂形式都属于“加法”模式，而“重数字卦为六十四卦（八卦）”则可以是“减法”模式。
根据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分析，商周数字卦至少存在两种类型，即营数为五、六、七（一）、八和六、七（一）、八、九两类筮数体系。两类筮数体系均有4个营数，两个筮占系统各自筮得六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为46（4096），筮得三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为43（64）。从数字卦的演化史分析，若卦画是由四营数五、六、七（一）、八或六、七（一）、八、九组合而成的数字卦形式，分别转换为“一、六（[image: image5.png]


）”或“一、八（[image: image6.png]Jd L



）”组合而成的卦画符号，原有四营数中的两奇数、两偶数，分别“合二为一”，可以构成由“一奇一偶”两筮数（或一阴一阳两符号）组合而成的新卦式。这种“合二为一”的现象，以发生概率较低的奇偶数并入发生概率较高的奇偶数为原则，应该是四营数而非八卦“两两相重”的原意。因而，“重卦”之“重”实际上并非采用“益”的加法形式，而是采用“合”的减法模式。据此重卦原则，可知六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4096）一经重卦之后则为六十四卦；三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64）一经重卦之后则为八卦。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即“46—26”或“43—23”，而绝不是“2—23—26”的增幂形式。由此可见，六十四卦与八卦卦画形式的产生，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现在已见的数字卦材料，也不乏重卦的实例。如杭州昼锦堂收藏的一件鼎卦戈，董珊先生认为，其年代至少可以推定在两周之际，其上释文如下：
一六一一一六，曰：鼑（鼎）止（趾）眞（顚）；鼑（鼎）黃耳，奠止（趾）。五六一一五八，[image: image7.png]


。

对照《归藏》《周易》两系筮数，鼎卦戈上的数字卦，显然属于《归藏》一系。卦画“一六一一一六”是由数字卦“五六一一五八”重卦而来，即五变为一、八变为六。如果戈铭中的“[image: image8.png]


”字摹写不误，当为筮数“[image: image9.png]


”（七）与“[image: image10.png]


”（五）的合文形式，若释为“爻”字，正合乎《易传》“爻者，变也”。这一实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印证了数字卦材料中的“一”与“七”，大约可以等而观之。
此外，西周时期的数字卦，已有重卦之后的六爻卦卦例，如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数字卦为“一八八一八八”“一八一八八一”，
视其为重卦之后的六爻卦当无疑义。由此看来，太史公曰文王“其囚羑里”而演周易，当是“重卦说”的历史原点。
四、“错综其数”与“因而重之”
关于重卦的具体方式，其实《系辞传》已有阐明，只是历来被误解误释，从而以讹传讹，至于今日。据《系辞传》记载：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参伍以变’者，参，三也，五，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朱熹《周易本义》：“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朱熹对“参伍以变”的解说，要比与孔颖达的注解相对明晰，他认为“此法皆谓揲蓍求卦之事”，是对推演筮数过程中的“象两”“挂一以象三”等“演数”现象的集中概括，可以说探骊得珠、切中肯綮。
至于“错综其数”，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逆上称错”。孔颖达释为“错谓交错，综为总聚，交错总聚阴阳之数也。”可见，“错综其数”的“错”字，当指揲蓍求卦过程中，将筮得的筮数自下而上错落有致地排列成卦，其“错”解决了“卦形”问题。而“综”字的含义，据《说文解字注》：“综，机缕也”“谓机缕持丝交者也”，可知“综”字有总聚、会合之意，当指“重卦”一事，其“综”解决了“爻画”问题。换而言之，“综其数”实即“重卦”，也就是指四营数“两两相重”。
另外，《系辞传》还有一段记述，也与重卦方式密切相关。其文如下：
八卦成立，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宋儒朱熹《周易本义》解释：“成立”，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
显然，朱子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八卦“两两相重”说。实际上，《系辞传》所谓“八卦成立”，当指“八卦而小成”之数字卦，“其中”之“其”字代指八卦，“象”指四营数，“爻”指重卦之后的一阴一阳符号。如是观之，“因而重之”的“之”字，实指四象（四营数）而非“卦之形体”，若指“艮七坤八之类”，则不知如何“重之”而得“爻”矣。
可见，“因而重之”就是“综其数”，都是指“重卦”一事。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今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筮数体系，即《归藏》筮法的“五、六、七（一）、八”和《周易》筮法的“六、七（一）、八、九”。在揲蓍成卦过程中，两个筮占系统各自筮得的由四营数组合而成的三爻位数字卦总卦数均为64，六爻位数字卦总卦数均为4096，以发生概率较低的奇偶数并入发生概率较高的奇偶数为原则，即四营数“两两相重”之后，分别可得三爻位八卦、六爻位六十四卦。由此可见，六爻位数字卦是重卦之前的原始卦画形态，以六爻位数字卦质疑“文王重卦说”显然立论失据。至于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六十四卦，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也已站不住脚。
[image: image11.png]



�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 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数字卦”再认识》，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 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3页。


� 廖名春《清华简 〈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年第8期。


� 马 楠《清华简〈筮法〉二题》，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贾连翔《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载《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


� 李尚信《论清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载《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224页。


� [清]马国翰《� HYPERLINK "http://www.3edu.net/guoxue/List_44.html" \o "易类典籍" �易类典籍�》，转引自网络：http://www.3edu.net/guoxue/1462_4.html。


� 韩仲民《帛书〈周易〉浅说——兼论六十四卦的编纂》，


� 周山《周易文化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2011年。


� 孙敬明、赵克增《陈庄筮甲》，载《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PAGE  
收稿日期：2017年8月18日
發佈日期：2017年8月18日
頁碼：1/16

